
第 1 页

“客家”一词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一直是客家学界关注的热点

问题之一，从罗香林先生到当今研究者均不断有所讨论。然而，一

有些讨论的结果，或因文献资料不足，或因对文献的理解 偏差，

更因始终未能寻得具体历史史实的支持，故而不是语焉不详，便是

过于主观武断，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湖广填四

迁海复界”、渡台湾和下南洋等所引发的客家第四次大移民

运动。本章节即在这一考察基础上，对“客家”称谓之成因及出现

年代作一系统探讨。

第一章“客家”称谓出现的

历史大背景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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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颁布于顺治十二年（ 年的“禁海令”与十八年（

的“迁界令”，完全是针对郑成功的海上武装。“迁界令”强令北起

辽东南至广 里，以图彻底铲除郑氏力量。第东的沿海居民内迁

一次“迁界”后，清政府认为未达至预期效果，于康熙三年（

里。这个史实是众所周知的“再迁”，即向后再退 。

因“迁界”而受害最深的，是粤、闽两省。两次“迁海”，给广东

沿海百姓造成极大苦难：民人携妻将子，仓皇弃家，许多人“野栖露

处而死亡”。两次“迁海”，在沿海造成大片“迁海区”，仅广州、惠

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等 府的 个州县、 个卫所，即

。新安县抛荒良田 顷，迫迁百姓数以万计 （今深圳、香港地

区）因人口、土地骤减，实难维持县制，康熙五年（ 遂并入东莞

县。

“迁海”让百姓苦不堪言，生计日艰。一些人迫于饥寒，铤而走

险“，相聚为盗”，社会动荡。清政府亦未得半点好处，损失税银，

余万两。在此情况下仅地丁钱粮每年高达 ，广东巡抚王来任于

上疏，奏乞展界［。嘉庆］《新安县志 迁复》载：康康熙七年（

第一节“迁海复界”引发客民向

广东沿海的播迁

杜臻［清］：《粤闽巡视 ；阮元：《广东通志》卷纪略》卷

引“康熙八年”条“巡陈伯陶［民国 ：《东莞县志》卷 抚王来任遗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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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八年正月，清廷决定部分地区“展界，许民归业，不愿者听，民踊

跃而归，如获再生。”新安县得以恢复建制。但全面复界，是康熙二

十二年（ 的事。是年朝廷宣布废止“迁界令”，次年完全解除

“禁海令”。

年的“迁界”，使得“迁历时 界区”人散难归，田地荒芜。为

尽快恢复生产，康熙降旨招民复业，奖励拓荒。此时，生活在闽粤

赣交界山区的客民，经过有明二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人烟渐稠，正

为地少人多所困扰。在朝廷及地方一系列招垦劝农政策的感召

界之日起，到雍正下，纷纷“孔雀东南飞”，从康熙复 、乾隆年间，大

量客民接踵而至，正如罗香林先生在谈及客民第四次大迁徙时所

说：“广东惠、潮及南路，其各县沿海地区的客家人士，也多因这种

关系（即‘迁海复界’）而迁入的”“，今日香港、九龙、新界等沿海地

区居住的客家人士，其最先成批移入的，也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

记载着：人们“至的。” 嘉庆年间的《新安县志》卷 负耒横经，

或由江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处，陆续来新承垦军田，

并置民业。”移民渐多，村庄大增。据县志载，康熙二十七年村庄

年，便增个；到嘉庆二十三年，仅 个。至 个，净增

其中客籍村庄 个 。这些客籍村庄个，非客籍村庄仅止为

分布在新安县的东部、中部、南部及惠州府归善县南部地区。深圳

东部地区客家人所占人口比例逐渐超过其他民系。

不仅新安县，广州府的新宁（即今台山）、花县、番禺、增城、东

莞、香山、清远、龙门、从化、三水等县，肇庆府的高要、广宁、新兴、

四会、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以至阳、罗、高、雷诸属州县，客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年，第 页。

嘉庆］《新安县志》卷 “都里”［康熙］《新安县志》卷 “都里”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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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营商寄寓，或垦辟开基，亦先后占籍焉” 。至乾隆中后期人

口日众。请注意，客民“占籍”的地域，并不限于“迁界”的 里范

围，而是包括了“迁界区”以外广泛的周边地区。

第二节“客家”称谓之成因及

出现的地域、年代

成因

有关“客家”称谓的成因，学者已有所论及。最早谈及，且作出

全面、详尽分析者，莫过于清末翰林赖际熙。由他撰写的民国九年

《赤溪县志》卷 《赤溪开县事纪》 万 千余字，可以说是一篇论

“咸同间土客械斗”的力著。其中论及“客家”称谓：

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徒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

一二。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

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赴垦于广州府属之新宁，肇

王大鲁、赖际熙：《赤溪县志》卷 。因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这一

风带现今已少见客籍村落。例如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 俗》载“：邑民禀山海

之气，土薄水駃，其气清，其质柔，其音唇舌，其声羽，其调十里而殊，有客话，

有东话。客话自城内外及恭常都之半为一，通于四境，类郡城而少浊，近于正

音；东话，常都之半及龙德四大等都为一。小榄及黄旗都之半近顺德，又其半

及黄梁、古镇近新会，亦皆客话，惟谷字都近于潮闽，译以客话乃通。”但到光

风绪五年《重修香山县志 俗》，前志所载语言情况全然不见，可见此时客民俱

已他迁，境内已一统于粤语。



第 5 页

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县，多与土

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

客民视之，遂谓为“客家”云。

另外［，道光］《佛岗厅志》“：国初自惠、韶、嘉及闽之上杭来占

籍者为客家。”

这里，清楚不过地讲明了“客家”称谓出现的社会大背景是“复

界”诱发的“移民垦辟”；出现的原因就是众多的外来垦民，虽说来

自不同地区，却存在共同的语缘一致性，在与土著杂居的新环境

中，这些占籍者因语言“与土音不同”，而被土著称为“客家”。

换言之，土著与这批垦民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缘族群。语言是

人们进行交际、文化进行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语言出现障

碍，不仅不能达到彼此间的了解，在某种特定的时空，甚至会引起

冲突。因此，郎擎霄在分析“咸同间土客械斗”原因时有言：“同治

间广东西南部客家与土人大械斗，死者达数十万人；其起衅原因虽

复杂，但语言不同，风俗各异为最主要” 。

大规模迁徙而至的“占籍者”，不仅带来与土著有别的语言，而

且也将本群体所具有的各种文化特征，所遵循的文化模式，价值取

向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等毫无遗漏地带了进来，与土著民形成

两个类型各异的文化圈。由此，在“土客杂处”的地区，土著群体才

觉得有必要为这一外来群体起个名字，以示区别，遂为“客家”。所

以，也可以说“客家”称谓是不同区域相互排斥的产物，是区域意识

强化的结果与标志。

郎擎霄：《中国南方械斗之原因及其组 卷，第织》，《东方杂志》，第

号，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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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关于“客家”称谓最早出现的地域，也是学者关心的问题。有

学者认为闽南人和广府人之间，是闽南人首先使用“客家”称谓的。

因为“广东本地人从其传统的用语习惯来看，没有把由外地迁入广

东的人称为‘客’的习惯” 。此观点可以商榷。刘镇发先生认为，

“客家”称谓于明末清初，尤其是在和广府人冲突时产生的，这一观

，但将年代上限上推至“明末”，却是早了点儿。点较为接近史实

下面就此问题分省进行讨论。

福建

本文“‘迁海复界’引发客民向广东沿海的播迁”一节，论及了

“迁海复界”对广东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福建更是首当其

冲，因为这场灾难实始于此。

郑成功进军台湾后不久，清政府为使郑氏不能从大陆取得粮

食及军用物资的接济，企图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扼死郑成功，遂于顺

月下令治十八年 迁界，并“命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边居民

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筑垣墙，立牌界，拨兵戍守。出界

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迁界波及福州、

兴化、泉州、漳州、福宁等各府、州属，被划到界外的田地共

顷 。这大片抛荒地，复界时的垦殖情况并不是广东模式的翻版。

两省虽说同是“复界”，其中的差异，工部尚书杜臻在《闽粤巡视纪

王东：《客家 月，第 页。年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镇发：《客家：从他称到自称》，《客从何处来》，黄玉钊主编，广东经

月，第济出版社， 页。年

福建通志局：《福建通纪》卷 ，台湾大通书局，

福建通 ，台湾大通书局，志局：《福建通纪》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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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一书中有所记录。

前文已谈及清政府从“迁界”中不仅没有获得益处，反而造成

社会的更大的动荡，粤、闽两省的巡抚、总督等地方要员屡屡上书，

力谏开界。终于，“（康熙二十二年） 月 日得旨，江南、浙江、

福建、广东沿海田地应给民耕种”，户部派出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

御史呀思哈往浙江、杜臻与内阁学士石柱赴粤、闽，巡视督察复界

区“给民耕种”、“紧要地方仍应作何防守等事宜”。杜臻记录下行

前康熙与己之对话：

皇上问“：勘视将先何省？”臣臻对曰“：将始广东。”皇

上问“：何以不先福建？”臣臻对曰“：臣等先至广东，令彼

处百姓及时承垦，庶不误春耕之时。”皇上曰：“独不误福

建垦耶？”臣臻对曰：“福建督抚方安插投诚，未暇协理开

垦。臣等以其间先竣粤事，次至闽省。诸臣已暇可以会

商，且闽土节候比粤稍近。”皇上颔之①。

由该段的对话内容，可以看出闽、粤两省复界情况的差异，即

承垦者的组成大不相同：粤地是招徕的“百姓”，闽地是“安插”下的

“投诚”人等。

经翻查有关历史文献，得知众多的“投诚”者，大致是被清廷称

为“海贼”和“山寇”的两部分人：

“海贼”者，乃郑成功之部属也“；山寇”，则为拥戴前明宗室的

明军诸部及地方武装，他们在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山区

凭险立营结寨，与清军周旋，且多与郑氏力量互相应援。郑氏海上

力量有的被清军打散后，余部也有逃往山林，参加此部的。下面分

别简述之。

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第一、郑成功部属

清政府对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祖孙三代及麾下诸将一直使用

“剿抚并用”的政策，以图打击、瓦解郑氏力量。特别是郑成功死

后，郑氏内江，加之清政权日趋稳固，向清廷投降的官兵逐渐增多，

现仅以《福建通纪》卷 中的记录作举例性的说明。

如康熙元年靖南王耿继茂奏：“自顺治十八年 月起，至康熙

月止，陆续招抚伪将军（指郑氏部下 笔者注）都督元年 、总兵

并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 员，兵共 名。名，家口共 ”

康熙三年 月，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贲岱奏：“自康熙元年

员，食粮兵 名，归农官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 弁兵

名，眷属人役 余名，名 大小船 余只。”

康熙四年 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奏，清军进剿南山镇海佛潭桥

一带 有奇，招，郑氏 抚男妇 余名”。残部“阵斩

康熙十六年 月，康亲王杰书 名，兵丁奏“：招降伪官

余名”。

月，总督康熙十八年 余姚启圣奏“：招抚廖碘等，率伪官

月余人诣军前降” ，福建巡抚吴兴祚奏：“招抚伪总员，兵

员，兵丁员，伪官兵蔡冲等 余名，共名，招回岛民

获大小船 只”。

例并非郑氏投降人员全部以上 记录，其余零星先后投降的

几百人、几千人，和不断从台湾逃归者，因篇幅不赘述。

另外，康熙二十二年郑克 （郑经之子）及余部在台湾投降后，

有相当数量的官兵陆续被“护送”返大陆安插“，有愿入伍（清军）及

归农者听其自便”，具体人数未载，但应在数万人上下。

第二、拥明及前明军诸部

福建的地方武装林惟仁部，活动在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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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处州两府属县，康熙十六年 月，在清参将王英等围剿下

“林惟仁率众归顺”。

江机、杨一豹等率领的前明军，在闽、赣接壤之地的建宁、邵

武一带，据险与清军交战多年，并常与郑氏力量相通连。但在清军

的“ 月“，江机等率伪官 员，兵丁剿抚”下，康熙十九年

名投诚，各分别归农补伍” 月“，伪将军杨彪，即杨一豹率伪官兵

余员各投诚”。

康熙十六年 月，前明宗室成员朱铳殇被擒，麾下许志远

“率众投诚计伪 员，兵官 余名。”同月“，招抚光泽山寇伪

都督陈龙、施建宇（均为朱 员，兵丁 余名”。铳殇部属）等

康熙十六年 月，清军多次进剿漳州龙溪县班山、南安县

五都、同安县三保溪等处山谷，“击败并招抚伪副将黄邦汉等”。

康熙十七年 月，剿抚长泰县天柱山马岐等处部伍。

以上两部分投降者仅就有数字纪录的计算 余，以达

人，实际人数保守一点说，也应 万人左右。在

被清廷视为“山寇海贼”的众庶，绝大多数是福建省内因迁界

而失去耕田、捕渔生计的沿海迁民，对于投诚人员，清政府一开始

便采取了“归农补伍”的办法，但随着海氛渐靖，大量的投诚者陆续

而至，安置的困难日 月至 月，福建总见突出。从康熙十九年

督姚启圣不断上疏，申述安插投诚官兵的益处、难处，并且向朝廷

请求开界。姚启圣认为“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而更难

于安插之久远不变”。投诚者多为闽人，不少人“不谙正音（指当时

笔者注），止愿在闽”的北方官话 ，若将他们“发往外省屯垦，此

事最伤投诚之心”，而且真若“散发各省屯垦，则前者吴三桂一变，

各省屯垦各兵尽起为盗，何曾一毫有利于国乎？”但都放在闽省，界

外田地多已安插完毕，地方官员“备极委屈安插之法，而尚多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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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总因无伍可人，无地可耕耳”。

为解决投诚官兵“无农可归，无事可做者，势必仍然为盗”，

“后患正无了时”的矛盾，姚启圣多次急请福建边界开还。为消除

朝廷对开界的担忧、顾虑，姚启圣在康熙十九年 月的“为请将界

外田地给与投诚官兵屯垦事本”中对其奏题的可行性如是说：

今若将界外田地尽行复还，而海外要汛又设提都、总

兵大臣重兵分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诚在内也。则此沿边

之地给与投诚官兵，又复何虑其为鬼为蜮乎？况前因迁

其地土故走而为盗，后因发往外省令弃其故土而复为盗。

今还其迁地，乐其故土，人人皆有安土重迁之思，田园地

宅之恋，即迫之为盗亦不可得矣。界外田主经今 年，

死亡过半，查有主还民之外，余应尽给投诚官民开垦，以

安反侧，以省国帑者也。况前时沿海设立五游、七寨，如

铜山、金门、厦门、镇海、高浦、平海等处皆设卫所官兵，南

澳则设总兵，后改副将，澎湖则设游击。古人良法美意询

可效行，数年之后，未始不可将投诚之众安顿已久，渐仿

古制，沿海星罗，则海患可永除矣 。

姚启圣 月批准，福建沿海开始展等人的奏疏于康熙二十年

日的“界，安插投诚。在康熙二十年 月 姚启圣题为安插投诚

以下内容均 月“姚启圣题为安插参见《忧畏轩奏疏》中康熙十九年

投诚官兵事本”、“姚启圣题为请照旧例条录用投诚官员事本”、“姚启圣题为

请将界外田地给与 月“姚启圣题为详议平投诚官兵屯垦事本”；康熙十九年

海善后后条款事本”； 日“姚启圣题为请旨归还边界事月康熙十九年

日“月本”；康熙二十年 姚启圣题为安插投诚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辑部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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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开垦界外田地事本”中，保留下当时对投诚人员的安插标准，

资料十分珍贵，现摘录如下：

查将福（州）、兴（化）、漳（州）、福宁各府、州属界外田

地有主者，听民复业，无主者分给投诚官兵开垦，浩荡皇

仁，诚为得所。但赤穷孤身，界外既无室庐，复乏牛种，实

难播种。臣随传集道、镇、府、厅公议，分别投诚总兵每员

给田五十亩，牛种银十一两；副将每员给田三十五亩，牛

种 两；守备银八两；参、游、都每员给田三十亩，牛种银

每员给田二十五亩，牛种银六两；千把总每员给田二十

亩，牛种银五两；兵丁每名给田十二亩，牛种银三两；文官

每员给田三十亩，牛种银四两。内有官兵自己原有界外

田地领回者，不给别田，照例给银，以为资本。使若辈各

安生业，编入家甲，分垦田地，照例起科。则官及兵数口

之家可以无饥矣。

应该说，康熙帝复准了姚启圣等人提出的“复还迁界，安插投

诚”的善后之策，实是一安民裕国之良举。它既结束了 几闽海

年分裂混乱的局面，巩固了东南大陆的统一，又化解了满、汉两族

间的对立情绪，加强了中央集权。

正因为福建展界区从政府指导行为上是安插本省的投诚人

员，它没有向外发布招垦指令，就不可能有移民潮出现，这是福建、

江西客民不向福建沿海运动，反而“舍近求远”地往广东流布的原

因之所在。所以，福建展界区不会存在什么“土”与“客”的问题，当

然也就不具备产生“客家”称谓的各种社会要素了。

广东

承如前文所说，广东复界区是鼓励招垦的政策，所以只要稍稍

查阅一下清初广东“复界区”诸县的县志，满眼都能见到将外来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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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者称为“客”的记录，因篇幅所限，仅以新宁县（今台山）、新安县

（今深圳）二县县志的“学制”条为例。

其一［：道光］《新宁县志 经政略 学制》：“乾隆五十

二年⋯⋯今据广东巡抚图萨布奏称，新宁县沿海地宽，先

于雍正年间及乾隆五、六等年，有惠、潮各属及闽省人民

曾、廖等姓陆续就耕，积至二千馀户，屡请入籍，皆为土著

所阻。乾隆二十九年，学臣边继祖奏请入籍加额，经部臣

驳查，当将各客童等照例拨回原籍册报，兹客童廖洪复以

乞请开籍，赴都察院具控。钦奉谕旨查办，当即委员前赴

新宁清查，现在客户共二千二百零四户，内有田粮庐墓，

已符年例，难以回归原籍共四百零四名，以文艺粗通者百

有馀名，请附籍新宁应试，仿照商籍及江西棚民、四川眉

州等属之例，酌加文童二名、武童一名，另编客籍字号录

取。

其二［：嘉 学制》专列“客籍学额”，并庆］《新安县志

注明“岁试取进文学二名、武学二名；科试取进文学二

名”。又按曰：“新安自复界以来，土广人稀，奉文招垦军

田，客民或由江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处陆续来

新承垦军田并置民业。自康熙五十五年，奉例开设军籍

文武学额各二名，至雍正十三年裁，并军民通考。迨嘉庆

七年，奉旨设客籍学额，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科试取进

文学二名，拨入广州府学。⋯⋯出贡年分其捐纳贡监职

员者，亦注明客籍字样，以免牵混。”

两县志中频频出现的“客童”“、客户”“、客民”“、客籍字号”、

“客籍学额”“、客籍字样”等等冠以“客”的词或词组所指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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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明确地是我们所说的“客家民系”这个群体，它与元、明以前文献

中出现的“客户”“、客籍”“、客人”的区别是无庸置疑的。在这些记

录中（含前文所引《赤溪县志》），我们看不出“广东本地人⋯⋯没有

把外地人迁入广东的人称为‘客’的习惯”（即使现代社会，在香港

回归前，广东人把香港人也习惯性地称为“港客”），同样也看不出

广东本地人称“客家”是受闽人称谓的影响。实因“客家”一词，最

先出现在乱难至极的“迁海复界”时的广东“复界区”及其邻近地

带：广州府、肇庆府的沿海粤语地区，而且是以他称的形式率先出

现在当地原住民口中。“客家”称谓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

大环境之下，它浸透了外来垦民为艰辛创业所承受的磨难与痛苦。

年代

对“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历来说法甚多，无须赘述。为说明

问题起见，仅以曾祥委先生《试论“客家”》一文的有关论点作为讨

论的参照。

曾祥委先生说“：迄今所知，‘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

中叶以后的事。阮元《广东通 引《长宁县志》：‘方言有二，志》卷

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

来者为水源’。长宁即今 。由该材新丰，建县于明隆庆三年（

、客、料可知此时： 赣方言已有明显分别，即客、赣方言的分化已经

、客家即来自闽西完成；、客家的名称已出现； 的客方言群移

此据建县于明隆民。” 庆年间长宁县志载有“客家音”，便得出

“‘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中叶以后”的结论，惜属失考。

据我们的考察，实际情况是：

曾祥委：《试论 页。“客家”》，《客从何处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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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县，明隆庆三年析河源、翁源、英德三县地而立县，清朝因

之，民国三年改名新丰县。虽然明朝立县，但当时并未修纂县志传

世。其最早县志是清雍正九年李绍膺修、吴觐光纂《长宁县志》

卷。不知何故，此志北京图书馆、故宫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均未入

藏，无以得见。今能见到的，是其后乾隆二十一年由楚元士编次、

邓凤分编的《长宁县志》 卷，道光十九年重修。道光初年，阮元

主修《广东通志》所引录的县志，只能是清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版本。

因此，曾祥委先生由《长宁县志》断言“客家”称谓始于明朝中叶，就

有些草率了。

引《长宁县另外，就在阮元《广东通志》卷 志》之后，紧接着

又摘引了《永安县志》“：士务敦朴，急公好义。有自江、闽、潮、惠迁

至者，名曰‘客家’。士比屋读诵，农勤稼穑⋯⋯”

永安县与长宁县有相同之处，也是明隆庆三年立县，隶属惠州

府，割归善县的古名、宽得二都和长乐县的琴江都为县地，设县治

安民镇。清因之，民国三年改称紫金县。永安县历史上有“三

志”：首志 由知县郭之藩主持，叶春及撰写为明万历十四年（

的二卷《永安县志》；次志为 由知县张进浩清康熙二十六年（

修， ）由知县叶屈大均纂十七卷《永安县志》；三志为道光二年（

廷芳续修的七卷《永安县志》。

明万历年间的首志，紫金县档案馆有此刻本复印件，卷尾可见

“京师图书馆藏书印”之篆体印迹，显然是由“京师”流落到粤地民

间。据目录，首志有八卷，复印本缺第八卷“前事志”。下面将首志

与次志相关文字作一比较（三志行文基本同于次志）：

首志《俗产志第五》“：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

自长乐，俗亦 ，好气而知足；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

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馀皆力农，膏壤沃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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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

⋯⋯县中具五民庶人，在官。近乃长（乐）、兴（宁）、和

（平）（、大）埔，远则江、闽，性犷悍，民畏之。匹夫匹妇，或

有争言，辄仰药，其愚如此，知县郭之藩厉禁，稍戢。”

次志卷 《地理五 风俗》载“：古名、宽得，俗本归善。

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因之。宽得、古名，宽缓訾 ，好气而

足智；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馀皆力农。县中

具五民庶人，在官。近乃长、兴、和、埔，远则江、闽，性犷

悍，民率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知县郭之

藩厉禁乃稍戢。其言如此，大抵古名士务敦朴，多古处，

急公好义，相与以和。宽得人习勤俭，衣食罕缺，无不外

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民多贫，散佚逋赋，

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三志为“闽、

笔者注）、潮、惠诸县迁徒而至，名曰客家。比江” 屋

诵读，勤会文。富者多自延师，厚修脯，美酒馔。贫者膏

火不继，亦勉强出就⋯⋯”

从首志与次志的比较可以看出，明万历本中无“客家”称谓的

记录，有“客家”称谓记录的，是清康熙二十六年本。阮元《广东通

志》所引，基本上是《永安县志》次志行文的简化式。所以说，无论

是《长宁县志》，还是《永安县志》，都没有提供“客家”称谓始于明朝

中叶的论据。这是因为，整个有明一代，都不具备出现“客家”称谓

的社会历史条件，虽然客家民系已经形成。这好比孩子已经出生，

但还没有出现为他命名的契机。

就笔者目前收集的资料看，《永安县志》次志是最早记有“客

家”称谓的文献史料。

综上所述“，客家”称谓出现的原因，即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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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垦民潮；最先出现的地域是广州府、肇庆府、惠州府的沿海

地区，而且主要是广肇二府；是当地操粤语的原住民对来自赣、闽、

潮、嘉、惠等地客属移民的总体称呼。因此，“客家”称谓是出现在

客民第四次大迁徙时期，出现的最早时间当为颁布“复界令”的康

熙二十三年之后。作为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

“湖广填四川”、下南洋与渡台湾。这几批客民离开闽、粤、赣客家

聚居地的时间与从这一地区迁往粤东南沿海客民的出发时间相差

不多，但因他们进入的区域不同，当地的社会环境不同，同是一个

群体，他们就未得到“客家”的他称，更不用说成为自称了。这一史

实，应是“客家”称谓出现区域与出现年代的一个极好旁证。请分

述之。

第三节　　客民在四川、南洋与台湾

客民在四川的称谓

客家人西向入川，主要是因明末清初的战乱（张献忠起事、吴

三桂反清等）、灾荒、瘟疫，使四川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成墟；

而此时粤北 多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人、粤东的客家人经明代

口膨胀、人多地少的紧张局面。清政府在平定了张献忠、吴三桂之

下旨“以四川荒地听后，清世祖福临于顺治十年（ 民开垦”，在

政府倡导移民垦荒的大气候下，外省大量移民进川垦辟，移民潮由

顺治末年开始，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达到高潮，尾声延续到嘉庆年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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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志记载，入川之众以湖北、湖南为最，广东、福建次之，陕

西、江西再次，另外贵州、安徽、江苏、浙江、河南、山西、山东、广西、

云南、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和直隶（河北）等省也都有大量百姓入

川。

加入垦辟队伍的进川客民，原籍闽、粤、赣的都有，但闽、赣人

数较少，主力是来自梅州、兴宁、大埔、龙川、长乐（今五华）、河源、

平远、乳源、博罗、韶州（今韶关）、乐昌、惠州等 。他县市的人

们分布在四川境内 个县市，大致集中在四个地区：成都郊县的

东部山区，川南内江地区，川北的仪陇，川西南的西昌。

这批入蜀的客民，没有被周围的人们称为“客家”，而得了“广

东人”或“土广东”的称呼（有些进入陕西商洛地区的客民也被叫作

“广东人”，现今居住在商州广东坪的人就是这批民众）。原因何

在？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他们进入的区域人群构成成分与粤东

南沿海的情况大相迳庭。

在广东，客民因“复界”而大批进入“迁界区”，也有大批人进入

了非迁界区。迁界区的原住民此时“人散难归”，没有土客相争的

问题；而与之相邻的非迁界区，却生活着大量土生土长的粤语族

群。他们，跟新迁来的“占籍”者，才有产生土客对立乃至发生严重

械斗的社会条件。前文几次提及的广东西路“咸同间土客大械斗”

就发生在这类地区。

有关资料见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

年 月。

崔荣昌：《四川方言与蜀文 年 月，第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页。

崔荣昌 页。：《四川方言与蜀文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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